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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增长的长期过程一直是充满困惑与引发争论的话题, 将人类复归到生

态系统的普通成员, 按照生态学逻辑构建一个由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 人口容量外

生制约的人口增长新模型, 以代替用具体社会经济因子解释短周期人口变动的传统

思路, 探讨生育率转变的一般模式及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 工业革命以来, 全球人

口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 第二次生育率转变, 全球生育率演变可以聚类为欧

美、 亚非拉、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四种区域模式;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 我

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完整经历了两次生育率转变。 极限替代生育率是生育率演变的

长期目标, 但当前已有一些国家跌破更替水平, 这也许会成为各个国家的普遍经

历, 预示着人口容量约束的日益显性化; 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正在日益逼近

其容量极限, 并会在惯性驱动下突破容量限制, 达到峰值后再以负增长方式趋近人

口容量, 同期的生育率也将向极限替代生育率递增复归。 按趋势模拟世界和中国的

可持续人口容量分别约为 65 亿人和 12 亿人。 研究设计出测量人口增长惯性的新指

标———人口增长惯性系数, 它是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

比, 相比常用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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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 中国曾经历较长时期的人口暴增, 社会各界深以为患, 许多知

识分子和社会贤达把中国人口多、 增长快视为民穷国弱之源, 积极呼吁控制生育[1-5] 。 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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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加力的计划生育工作推动下, 我国已实现了人口低增长, 2019 年人口增长率仅为

3. 3‰①, 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人口负增长。 按理说我们应该庆幸终于摆脱了人口膨胀的煎

熬, 但又有人开始担心生育率下降会导致人口长期衰减, 甚至殃及经济社会发展
 [6-7] 。 何以

人口增减总会引发忧虑, 增则忧其爆炸, 减则虑其覆灭? 这触及人口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
国家乃至全球人口的长期走势会不会稳定, 稳定在什么水平? 2021 年 Science 杂志甚至将

“世界人口会无限增长吗?” 列为 125 个最前沿的科学问题之一②。 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

一致的答案, 以至于人们对快速变化的人口过程产生难以名状的忧惧。
本文拟将人类复归生态系统的普通成员, 考察替代生育率和人口容量两大因子对人口增

长过程的驱动、 引导和制约, 构建生育率、 增长率及人口总量变动的生态学模型, 探索人口

发展的长期稳定性, 并结合世界各国生育率变化过程, 研究生育率转变的地区模式及中国人

口的未来走势。

一、 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

1. 人口转变理论引发的困惑

一个封闭区域的人口变动取决于出生和死亡两个因素, 围绕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关

系, 汤普森 (Thompson)、 兰德里 (Landry) 及诺特斯坦 (Notestein) 等发展了人口转变理

论, 认为世界各国正在或者将会经历以死亡率下降为先导、 出生率下降为后续, 人口增长率

先升后降的普遍过程[8-10] 。 虽然出生率、 死亡率的组合对描述人口增长具有直观性, 但是它

们受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现代人口统计学更倾向于以期望寿命和总和生育率来描述

和解释人口转变的内生过程。 相对于期望寿命的单调递增, 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往往表现出一

定的复杂性, 考虑总和生育率在生育控制理论与实践中的特殊作用, 许多学者将其作为人口

变动过程的关键变量。 早期的人口统计学常将年度生育数与育龄妇女数的比值称为生育率

(fecundity), 1929 年汤普森的研究就关注了这个指标[8] ; 1947 年布莱克 ( Blacker) 改用净

再生产率 (net reproduction rate) 判断人口增减趋势[11] , 由于净再生产率需要考虑出生性别

比和女孩死亡率, 后续作者多采用更为简单的总和生育率, 在不致混淆的情况下本文将总和

生育率简称为 “生育率” (fertility), 将人口转变中的生育率变化过程称为生育率转变。
人口转变理论在 20 世纪中后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数据证实, 诸多学者也对其发生发

展的条件、 动力、 影响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 莱萨赫 ( Lesthaeghe) 和威尔逊 ( Wilson) 将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化、 城市化与世俗化[12] ; 考德威尔 (Caldwell) 根据他在非洲

做的调查提出了生育率转变的财富流理论, 认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代际财富流方向发生

了反转, 家庭的理性生育决策转向追求低生育率[13] ; 杨菊华、 丁金宏等强调中国的生育率

降低还得力于政府倡导和推行的计划生育[14-15] 。
人口转变论对人口发展的未来长期走势并没有清晰一致的表述, 虽然汤普森就曾预言人

类未来会出现负增长, 但他并没有讨论负增长是否会长期持续[8] , 后来的人口学家往往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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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将由替代生育率决定的静止人口作为人类发展的归宿[16] 。 20 世纪末以范德卡 (Van de 

Kaa) 和莱萨赫为代表的学者推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 认为生育率并不会终止于更替水

平, 而会在纷繁上演的婚姻、 家庭新形态中向 1. 5 甚至更低值探底[17-18] , 於嘉和谢宇认为

中国也开始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并将生育率拉到更替水平以下[19] 。 科尔曼 ( Coleman)、 石人

炳还考虑人口迁移因素发展了第三次人口转变理论, 使之更加泛化[20-21] 。
无论是第一次人口转变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 生育率变化的基本特征是持续下降, 而且

不同的国家表现出共同的经历, 差异仅在于转变发生的时间先后和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大小,
因而可以视为生育率转变的普遍规律。 但是人口转变理论没有明确回答转变完成之后人口及

生育率变动的长期趋势, 一般设想生育率会长期稳定在转变完成时的既有水平, 这给当今的

人口学家留下不小的困惑: 如果稳定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 那么人口将持续增长, 人口爆炸

成为最大的风险; 相反, 如果稳定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那么人口将转入长期持续的负增长

通道, 人口衰减难以避免; 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替代生育率几乎是 “霍金膜” 一样纤细而苛

刻的存在, 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人口长期未来的迷茫。
2. 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

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普通一员, 无论社会文化系统多么发达, 人类总是摆脱不了也不

应该摆脱自然生物的属性。 生态系统中的物种通常存在一个由生存环境和食物链界定的种群

容量, 种群规模不会长期偏离这一容量。
人类具有制造工具、 使用语言、 组织化合作等方面的独特能力, 生物属性被社会属性所

大幅度修改, 成为食物链各环节 “通吃” 的智慧种群。 今天我们在反思与自然界关系的时

候会高尚地说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而实际上在人类演化的千万年历史中 “人类的朋友

们” 在不断地遭受侵害和灭杀, 它们明白 “人类是动物的敌人”。 自然界的植物品种也在人

类的驯化中大量灭失, 代之以产量更高的食用农作物。 人类依靠大量攫取自然资源、 牺牲其

他物种达成自身数量的超长期增长, 习惯于将人口只增不减视为天经地义。
人类在地球生物生态系统中占据的顶端优势并不表示自身生存的高枕无忧, 相反人类对

地球生态系统的长期巨大冲击已经而且仍在酝酿自身生存的深刻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

们更有必要发展人口增长的生态学逻辑, 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 可以增长也可以减少, 靠大

规模牺牲其他物种维持自身的增长既违背生态伦理, 也不可能永久持续。
从人口增长的内生机制看, 人口规模稳定的充分条件是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 走向稳

定人口的过程就是生育率追随替代生育率的过程。 替代生育率受死亡水平的引导, 当社会经

济发展改善了营养条件和健康水平时, 人类的死亡风险受到有效抑制, 替代生育率随之下

降。 人类遗传、 进化的生物学惯性和生育文化的社会学惯性, 使得实际生育率的下降滞后于

替代生育率的下降, 这就导致了一定时期内人口的超额增长。 从人口增长的外生机制看, 当

局部地区的人口规模超过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时, 人类会向人口稀疏的新领地扩散; 当世界

人口总体规模触及全球资源环境承载极限的时候, 全球人口容量作为人口增长最后的刚性约

束必将发生作用。 这就是人口增长的生态学基本逻辑 (不妨称之为 Eco-P Model): 人口将

在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和资源环境容量外生制约之下实现规模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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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模型

1. 替代生育率引导下的生育率内生变动

图 1　 替代生育率与期望寿命的关系示意

(1) 替代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 人们

习惯于认为替代生育率是 2. 1 左右的常数, 从生

态学意义上说它其实是与人群健康水平、 期望

寿命相关联的动态指标, 记为 R( t)。 随着期望

寿命的延长, 死亡风险特别是未成年死亡风险

下降, 维持人口规模稳定所需要的替代生育率

也相应下降。 寇尔 ( Coale) 基于 Lotka 方程绘

制了替代生育率与期望寿命的关系图式[22-23] ,
利维巴茨 (Livi-Bacci) 将其应用于世界人口转

变的聚类分析[24] , 但他们都隐藏了时间变量。 我们可以加上时间刻度来大致描述生育率演

进的社会制度周期: 在原始社会, 人类的期望寿命只有 20 岁左右
 [25-26] , 大多数婴幼儿和青

少年夭折于成年之前, 替代生育率可达 6—7; 在农耕文明时期, 食物资源相对丰富, 平均

期望寿命提高到 25 岁左右[26-27] , 替代生育率下降到 5—6; 工业文明大幅度提升了生产力,
人类的生存条件、 健康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平均期望寿命大幅度增加, 如今许多发达国家的

期望寿命都在 70 岁以上甚至超过 80 岁[27] , 替代生育率逐步逼近 2. 0 的下限, 目前在 2. 1
左右。 期望寿命的总体趋势是递增的, 因此替代生育率的变化是以 2. 0 为下限的单调递减过

程 (见图 1)。
纵观人类发展史, 替代生育率走出的是一条反 “ S” 型的 Logistic 曲线, 在工业文明之

前的长期历史中, 替代生育率下降非常缓慢, 如果从新石器时代算起, 人类在原始文明和农

业文明中浸泡了近万年, 替代生育率仅从 6. 5 下降到 5. 5。 图 2a 展示了替代生育率变动的历

史阶段, 可以看出工业文明只用了两个多世纪便将替代生育率从 5. 5 下降到逼近 2. 0 的极

限, 图 2b 是 1960 年以来世界平均生育率的实际变动过程, 表现出对图 2a 工业文明之后替

代生育率下降的响应。

图 2　 世界替代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演变进程示意

　 　 数据来源: 图 2 (a) 是对图 1 中隐含时间变量的显性表达; 图 2 ( b) 数据源自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https: / /
data. worldbank. org. cn / indicator / SP. DYN. TFR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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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 当实际生育率低于替代生育率时, 人口并不会立刻减少, 人口学

家设计了内生增长率来刻画这种惯性[28-31] , 内生增长率的计算需要较多的人口参数, 过程

也比较复杂。 作为改进, 我们设计了一个更便捷的指标———实时替代生育率 R̂ , 它是指能

够使当前人口即时实现零增长, 即出生数等于死亡数的生育率。 R̂ 水平下的出生数 B̂ 为:
B̂ =R̂∑hiFi =

R̂
β (∑ fiFi) = R̂

β B = D (1)
　 　 即:

R̂ = D
B β = d

b β (2)
　 　 其中, Fi, fi, hi 分别为

 

i 岁育龄妇女的人数、 生育率和生育模式, β 为生育率, B、 D 为

出生数和死亡数, b、 d 为出生率和死亡率。
R̂ 能保证当前人口零增长, 但不能保证未来人口持续零增长, 这与替代生育率 R 的属性

刚好相反。 R̂ 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人口结构影响下的人口惯性增长, 比如当育龄人群比重较大

时, 生育率低于替代生育率但高于实时替代生育率 ( R̂ <β<R), 人口仍会处在正增长状态。
我国目前恰处在这一阶段, 据调查数据显示, 2017 年我国生育率为 1. 72, 显著低于替代生

育率水平, 出生率、 死亡率分别为 12. 43‰和 7. 11‰①, 按此计算的实时替代生育率仅为

0. 98, 显著低于实际生育率, 故能保持惯性正增长。 在未来人口深度负增长阶段也许会出现

相反的情形: 生育率已经高于替代生育率, 但实时替代生育率更高于生育率, 即 R<β< R̂ ,
这时人口仍可能阶段性维持惯性负增长。

我们不妨定义人口增长的惯性系数 (Population Momentum Coefficient, PMC), 记作 m:
m = β

R̂
= b

d (3)
　 　 当 m>1 时为惯性增长, m<1 时为惯性减少。

关于人口增长惯性的概念和计算方法由凯菲茨 ( Keyfitz) 首先提出[28] , 经金 ( Kim)、
普雷斯顿 (Preston) 等的完善[29-30] , 推出了由替代生育率下的静止人口与当前人口之比定

义的惯性因子 ( Population Momentum Factor, Mp), 茅倬彦、 王光召等运用历次人口普查、
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中国的人口惯性因子[31-33] 。 我们采用上述新方法计算了 1950 年以来历

年的人口增长惯性系数, 将其与惯性因子相对照, 发现两者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见图 3),
说明惯性系数也可以充分反映人口增长的真实惯性, 而它的优点在于数据充足、 算法简单。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达到了替代生育率, 预计到 21 世纪 30 年代初才会出现零增

长, 惯性周期约为 40 年, 西欧诸国的惯性周期可达 60 年, 全球平均当在 50 年左右。
(2) 生育率响应。 从内生机制来看, 人口规模稳定的充分条件是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

平, 当替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时, 生育率必然会作出响应而随之下降。 但是人类的遗传系统

·03·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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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50 年以来中国人口惯性系数与普查年份人口惯性因子变动对比

　 　 数据来源: 人口惯性因子源自茅倬彦, 王光召[31-33] 的研究; 人口惯性系数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1990》、 《中国统计年鉴 2020》 中的出生率、 死亡率计算得出。

“觉察” 替代生育率的下降并作出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 即相位差, 由此导致一定时段内生

育率相对于替代生育率的显著出超, 我们不妨称之为生育力结余, 记作 S( t):
S( t) = β( t) - R( t) (4)

　 　 原始社会及传统社会 R( t) 下降的速度缓慢, 同期的 β( t) 围绕 R( t) 波动, 长期均值

略高于替代生育率, 故 S( t) 略大于 0, 这种微量的生育力结余导致了人口长时期十分缓慢

地增长; 工业革命使欧洲的 R( t) 在两个世纪内由 6 左右快速降落到 2. 1, 以英国为例, 工

业革命开始于 18 世纪 60 年代, 这可视为 R( t) 快速下降的起始时间 (以死亡率下降为表

征), 而生育率 β( t) 显著下降开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 相位差约为 120 年; 东亚及新兴发

展中国家相位差则相对较短。
工业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的生育力结余, 造就了空前绝后的人口高增长。 虽然欧美国家

的第一次人口转变看上去波澜壮阔, 但是由于其人口总量仅占全世界的七分之一, 所以这次

转变只在世界人口生育率变化中刨了一个 “浅坑”, 到二战之前全球人口的平均生育率仍高

于 4. 5, 战后 “婴儿潮” 一度将生育率带回到 5 以上 (见图 4a)。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

进程加快, 相继带动替代生育率和生育率的下降, 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与发达国家的第二次

人口转变相会合, 导致全球生育力结余膨胀、 人口增长率陡升, 1950—1990 年的四十年是

有史以来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平均增长率接近 20‰ (见图 4b)。 1990 年之后, 发达国家的

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基本完成,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生育率也快速跌落到现代更替水平, 南亚、
拉美、 非洲等地区的生育率转变也在进行之中, 2018 年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为 2. 41①, 如

果按 2. 1 的现代替代生育率来衡量, 可以认为全球的生育率转变已经接近尾声。
2. 人口容量制约下的生育率外生变动

地球人类总量存在一个可持续的容量 C, 即满足人们现代生活需求且不损害后人发展利

益的人口规模上限, 人口的增长率 r( t) 与实际人口数 P( t) 到人口容量的差额 C-P( t)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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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世界人口变动趋势模拟

　 　 数据来源: 1850—1950 年生育率数据源自 Gapminder V6,http: / / www. gapminder. org / data / documentation / gd008 / ;
1951—2018 年生育率数据源自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http: / / population. un. org / upp2019 / ;1900—1940 年人口

数据源自 UN Population Division 

The
 

World
 

at
 

Six
 

Billion;1950—2020 年人口数据源自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http: / / population. un. org / upp2019 / ; 增长率由历年人口数推算。

正比:
r( t) = P′( t)

P( t) = λC - P( t)
C (5)

　 　 或表达为时间显性的人口变动函数:
P( t) = C

1 + Ae- λt (6)
　 　 其中, λ为人口极限增长率, A 为常数。 这就是经典的 “S” 型 Logistic 方程, 它隐含的

人口增长率是单调递减的反 “S” 型曲线, 这一点虽然与人类演化早期的低增长率过程不够

吻合, 但在地球资源日见其绌的当代用以描述人口增长率演化却很有说服力。
如前所说, 人口增长的内生机制倾向于使生育率趋近替代生育率, 这一机制适用于第一

次生育率转变。 然而第二次生育率转变使西方国家的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 达到 1. 5 甚至更

低的位置, 中国学者也确认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第二次人口转变[19] , 这种显

著偏离替代生育率的状态对人口变动的内生机制学说带来了挑战。 人口学家对第二次人口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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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背后的婚姻、 家庭、 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原因作了系统挖掘, 虽然这些解释有一定的直观性

和说服力, 但是生育率跌落到更替水平以下即意味着人口负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这个客

观结果与当代社会生育行为的价值取向未必一致。 人类并没有追求人口减少的主观动机。
我们倾向于认为, 当代人口从慢增走向减少是人口总量触及人口容量的重要信号。 在以

往漫长的历史中, 人口总量显著低于容量, 人口增长基本不受外在资源环境约束; 工业革命

以来的人口暴增, 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大量消耗, 人口容量从后台逐渐走到前台,
以日益强劲的刚性渗透到人类社会的生育行为中, 使人类表现出与传统社会大相径庭的婚

姻、 家庭、 性等方面的种种 “偏差行为”, 并导致生育率阶段性走向低迷。
人口负增长的起点是人口总量的顶峰, 随着人口减少, 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会逐步得

到缓解, 生育率又会重新遵从内生的替代生育率的引导, 逐步向上复归, 长期趋向 2. 0 至

2. 1 之间的极限替代生育率。 相应地, 人口增长率将在越过负增长极限 (比如-5‰) 之后

逐步向零增长回升, 最终人口总量将以负增长的方式逐步向可持续人口容量逼近 (见图 5)。

图 5　 生态逻辑下的人口变动长期趋势

3. 生态学模型模拟的世界人口增长长期趋势

根据上述分析用 Logistic 方程模拟了全球替代生育率从 19 世纪初的 5 下降到 2020 年的

2. 1 的进程, 用复合 Logistic 方程平滑拟合了全球实际生育率的变动过程, 并后延估算未来

两个世纪生育率先降后升、 逐步逼近极限替代生育率的长期趋势, 按 50 年左右的惯性周期

模拟推算替代生育率引导下的自然增长率, 最后按自然增长率推算全球总人口的变动趋势和

峰值 (见图 4)。 按此, 世界人口的平均生育率将于 2030 年前后降到更替水平, 2060 年代跌

进 1. 5 以下的 “陷阱”, 21 世纪 70 年代达到最低值, 人口增长率转负, 全球人口总量达到

接近 100 亿人的高峰, 此后生育率逐步回升, 21 世纪 90 年代走出 “陷阱”, 总人口将慢慢

逼近 65 亿人的可持续容量。

三、 世界生育率转变的区域模式

生育率转变最早发生在欧洲, 以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为代表, 其生育率从 19 世纪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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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 5 左右开始下行, 一战时期出现短暂波动后继续下行, 到二战中期已降至 1. 7 左右的极

低水平,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生育率回升, 到 1964 年恢复到 3 左右的峰值①。 法国、 美国的

生育率下降经历与英国近似, 法国早期的生育率更低, 而美国因移民众多, 生育率整体略高

于欧洲。
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的生育率记录越来越完善, 世界银行汇集了 1960—2018 年 264 个国

家和地区的生育率统计和估计②, 根据这些数据, 我们以国家和地区人口规模为权重, 逐级

汇算世界主要区域的历年平均生育率, 据此归纳 1960 年以来世界各大区域的生育率演化模

式。 图 6 汇总了全球 19 个区域的生育率变化曲线, 我们按区域邻近性与过程一致性将它们

类聚为四个曲线族, 或者说是四种演化模式: 欧美、 亚非拉、 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东亚 (见

图 7)。 欧美涵括了欧洲、 北美及澳洲, 亚非拉涵括了东亚以外的亚洲、 北非、 南非及拉美,
撒哈拉以南非洲涵括了东非、 中非和西非, 东亚作为一个特别类型包括日本、 韩国、 朝鲜、
蒙古、 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

图 6　 1960 年以来全世界 19 个区域的生育率变化

欧美地区是生育率转变的先驱, 其生育率转变的起点应该在 19 世纪末期,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生育率转变并开始了第二次转变, 20 世纪 90 年代末完成第二次

生育率转变, 21 世纪以来生育率在 1. 5 附近小幅波动, 2018 年平均生育率为 1. 60。
亚非拉模式显著滞后于欧美, 但领先于欠发达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处于中间类型,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第一次生育率转变, 经过加速再减速形成了一条平滑的反 “ S” 型曲线,
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生育率转变, 2018 年平均生育率为 2. 36。 亚非拉区域中的加勒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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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口司及统计司、 欧盟统计局、 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数据库、 太平洋共同体统计与人口项目以及世界各国的
人口普查和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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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生育率转变的四种区域模式

区表现出特殊的先进性, 各时段的生育率都显著低于其他区域, 介于欧美与亚非拉之间, 并

且在 21 世纪进入低生育率行列, 2018 年生育率仅为 1. 52。
撒哈拉以南非洲模式是最滞后的生育率转变模式,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启第一次生育率

转变, 起点生育率高达 7 左右, 到 2018 年平均生育率跌到 5 以下, 但仍是世界生育率最高

的区域, 按照亚非拉地区的经验, 完成第一次生育率转变还需要 30 至 40 年的时间。
东亚模式是一种快速变化的跨类型模式, 1965 年生育率处在接近 6 的制高点, 此后在

波动中迅速下滑, 20 世纪 80 年代完成第一次生育率转变, 1995 年完成第二次生育率转变,
此后的生育率演化曲线与欧美完全黏合。 东亚地区用了 30 年时间完成了欧洲一个多世纪的

生育率转变, 从传统生育模式快速跨越到现代生育模式, 这其中显然得力于世界头号人口大

国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韩国、 朝鲜乃至蒙古都有类似的快速下滑经

历, 体现了东亚模式的内在一致性。 日本是东亚国家的一个特例,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生育

率从 2 左右缓慢波动下行, 实际上属于比欧美还要欧美的生育率演化类型。

四、 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及长期人口走势

1. 数据的 “罗生门” 与学者的选边站

我国并不缺乏生育方面的统计数据, 官方数据主要来自两个系统, 一个是国家统计局,
一个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统计局是法定统计机构, 承担逢零年度的人口普查和逢五

年度的 1%人口抽样调查, 在平常年份开展人口变动抽样调查, 形成了系列性的年度生育率

数据 (以下称 “普查统计”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是生育监测管理的专业部门, 定期、 不

定期地开展育龄妇女生育状况调查, 也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育率数据 (以下称 “生育调

查” )。 然而两个来源的生育率存在显著的差异, 几乎形成了一对测不准的 “平行宇宙”
(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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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两个数据源反映的 2000 年以来我国生育率变动

　 　 数据来源: 普查统计数据为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 抽样调查及人口变动调查数

据; 生育调查数据采用陈卫、 段媛媛根据 2017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持的全国生

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 2006 年以来生育率[34] 。

按普查统计, 2000 年我国生育率为 1. 22, 相比于 1990 年普查下降近半, 当时已经引起

学者们的怀疑。 2001—2004 年生育率有所回升, 但仍低于 1. 5, 2005 年 1%抽样调查给出的

生育率又下落到 1. 33, 2006—2008 年再一次回升到 1. 50 附近, 然后迅速下降, 2010 年人口

普查给出的生育率只有 1. 19, 2011 年更跌到 1. 03 的历史最低点, 2013—2014 年回升到 1. 25
上下, 2015 年抽样调查又跌到 1. 05 的次极值, 2016—2017 年受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 生育

率连续回升, 2017 年达到 1. 58, 这已经是 21 世纪以来的最高纪录, 2018 年又调头向下降

至 1. 50。 以我国民泱泱之众, 生育率固当相对稳定, 变动也该比较平滑, 然而十数年来的

生育率却表现出跌宕起伏, 这其中除了单独二孩、 全面两孩政策调整的影响, 也反映了社会

对生育问题的多虑与谨慎, 甚至经济盛衰、 生肖臧否都扰动了生育率。
按 2017 年生育调查, 刘金菊、 陈卫推算了 2006 年以来我国各年的生育率[35] , 2006 年

为 1. 63, 2008 年升到 1. 71, 之后连续下降到 2011 年的 1. 61, 之后出现年度周期的上下振

动, 2012 年达到 1. 78 的最高点, 2015 年跌到 1. 41 的最低点, 2017 年仅有上半年的调查数

据, 作者简单加倍得到的年度生育率为 1. 72。 一方面生育调查数据与普查统计数据表现出

良好的步调一致性, 说明它们真实反映了生育率的波动过程, 但是另一方面后者较前者显著

偏低, 平均落差为 0. 37, 最大落差达 0. 58, 这显然不是随机意义上的测量误差, 而是一种

“系统误差”, 衍生成权威数据的 “罗生门”。
此外, 公安系统的户籍统计也包含出生信息, 通常用于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生育率对

比分析, 教育系统的在校学龄儿童年级统计数据也可以用来生成队列出生人数, 因口径和精

度的局限, 不足以产生权威的生育率数据, 但常被用来验证上述两种生育率数据的可靠性。
官方生育率数据的差异性, 导致学者对中国人口实际生育水平产生困惑和分歧, 有时只

能按照主观判断 “选边站队”。 偏好人口增长、 担忧少子化老龄化挑战的学者往往乐于采信

普查统计数据, 认为 2015 年我国生育率已跌至 1. 05 左右的极低水平, 近年来的生育新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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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回升作用有限, 当前的生育率水平在 1. 5 以下, 跌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梁建章、 穆光

宗、 郭志刚、 易富贤等倾向于上述观点
 [6,36-38] 。

另外一些学者选择相信生育调查数据, 他们通常认为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存在普遍的生

育漏报、 瞒报, 这不仅符合某些群体的社会心理, 也能从个别省份难以置信的低生育率得到

反证, 比如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黑龙江省的生育率低至 0. 47, 意味着两个妇女仅

生一个孩子, 显然是不真实的。 生育调查是对育龄妇女孕育史的专业性调查, 问题设置的针

对性、 调查程序的严密性更好, 所得到的生育率数据理应更加可靠和权威。 丁金宏、 陈卫、
翟振武、 米红、 乔晓春、 王金营等更倾向于此类观点, 他们认为当前我国的生育率当在 1. 7
左右[15,35,39-43] , 陈卫等指出当前生育率还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 更确切反映生育水平的内在

总和生育率在 1. 8 以上[35] 。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初步给出的生育率为 1. 3, 两个 “平行

宇宙” 会否渐行渐近尚不得而知。
2. 中国的生育率转变与人口变动

中国的生育率转变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当时的生育率还处在 6 左右的传统农耕文

明水平, 此后急转直下,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下落到 2. 5 左右, 相当于完成了西方社会的第

一次生育率转变, 转化的高速度带有东亚地区的共性, 并且有国家倡导、 鼓励计划生育的推

动。 80 年代是我国大力推行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的严格计划生育时期, 然而这一时期的生

育率并未承接 70 年代的下降趋势, 而是在波动中前行, 可以推想如果不是严格的生育控制,
80 年代应该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二战之后的婴儿潮。 90 年代初期我国开始了第二次生育率

转变, 1992 年向下跌破替代生育率, 1996 年降到了 1. 62。 中国用了短短 30 年的时间完成

了两次生育率转变, 21 世纪以来生育率在 1. 6—1. 7 之间稳定运行。
如果从 1992 年替代生育率跌破 2 算起, 我国已经在 “隐性负增长” 状态中 “潜伏” 了

将近 30 年, 2009 年人口增长率跌破 5‰, 进入低增长阶段, 2014 年因生育政策调整回到

5‰以上, 2018 年二孩政策效应基本释放后重回 5‰以下, 2019 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

3. 3‰。 我国的生育率已经进入二次转变后的缓慢回升阶段, 虽然会有上下波动但总体趋势

是以缓慢的步调上行趋近 2. 1 的替代生育率, 预计到 “十四五” 期末生育率仍在 1. 8 以下。
按照类似于前述世界人口增长过程模拟方法及我国生育政策改革的趋势, 我们预测 2026 年

中国总人口将到达 14. 27 亿人的峰值, 此后转入负增长阶段, 长期稳定的可持续人口容量在

12 亿人左右 (见图 9)。

五、 结论与讨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人口学的一项重大发现, 揭示了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增长从加速到减速转

变的基本规律, 世界各国之于人口转变只分先后不能 “幸免”。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预示着

人口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 人口将从低增长走向负增长, 引致社会的焦虑和人口学家的迷

茫。 我们主张将人类复归到自然生态系统一部分的原生角色, 按照生物演化的生态学逻辑构

建由替代生育率引导、 人口容量制约的人口长期收敛模型。 替代生育率下降是导致生育率下

降的基本内生动力, 人口容量是人口增长的外在刚性约束, 两者都是潜藏在影响生育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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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国人口变动趋势模拟

　 　 数据来源: 1950—1981 年生育率数据源自 Gapminder V6,http: / / www. gapminder. org / data / documentation / gd008 / ;
1982—2020 年生育率数据源自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http: / / data. worldbank. org. cn / indicator / sp. DYN. TFRT. IN;人口数

据源自 《中国统计年鉴 2020》; 增长率数据源自 《中国统计年鉴 1981》 和 《中国统计年鉴 2020》。

的种种社会经济因素背后的生态学因子。 按照生态学模型作趋势推演, 未来世界人口将以负

增长的方式收敛于 65 亿人左右, 中国人口将稳定在 12 亿人左右。 因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扰

动, 实际人口变动过程未必单调平滑, 人口总量也未必精准刻定于上述数值, 但是总体趋势

大抵会遵从图 5 模式。 人口增长的惯性可以用人口增长惯性系数即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

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来表达, 这一指标比现行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人类在经历工业革命初期和中期的加速增长之后, 自然过渡到低增长、 负增长, 人类必

须接受负增长甚至长期负增长的新常态。 当后人回望历史将会发现, 工业文明作为一场生产

和生活的革命, 留下了两三个世纪惊心动魄的人口暴增遗迹, 但最终仍归于生态和生存的

“宿命”, 人口数量回归到可持续容量约束下的常态规模。 略高于 2 的替代生育率不仅是科

学意义上的生态指南, 也是人文意义上破除人口长期增长困惑的圭臬。 当今世界已经越过了

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我们应该庆幸没有通过大规模的战争、 饥馑和灾疫 (虽然艾滋、 非典、
新冠以及全球增温等在不断发出警示) 而是通过自然过渡到低生育率来抑制人口增长, 这

一过程带来的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问题是为过去人口过快增长所延期支付的代价, 我们必须

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来正面地解决, 而不能寄望于激励人口增长来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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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long-term process of population growth always makes confusion and leads to debate.  

Instead of explaining the short-term population change with specific socio-economic factors, the 

authors take human population as the ordinary one in the eco-system and construct a new population 

growth model which aims at researching the general pattern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and exploring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long run.  Within the Eco-P model, population growth is led by the 

replacement fertility endogenously and checked by the capacity exogenously.   The population has 

undergone or undergoing the  first or second round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fertility evolution patterns of the world can be aggregated into four: Europe and 

America, Asia-Africa-Latin America, Sub-Saharan Africa, and East Asia.  Under the promo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China has experienced two fertility rate changes in just 30 years.  Extreme 

replacement fertility is the long-term goal of fertility evolution, but which have been fallen below 

this replacement level by some countries.  This may become a common experience across countries, 

which would indicated that an increasingly explicit constraint on population capacity.  Driven by the 

growth momentum, popu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some major countries are about to break thr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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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and to reach the maximum, thereafter the population will go back to the capacity by 

shrinking negative growth rate, while the fertility rate will return to the modern replacement TFR as 

well.  According to the trends, the authors simulate that the world population will decrease to the 

sustainable capacity of about 6. 5 billion while China population will decrease to 1. 2 billion.  We 

designed a new index population momentum coefficient ( PMC)  as the ratio of TFR to real-time 

replacement TFR, actually the ratio of birth rate to death rate.  Functionally comparable to the 

commonly used population momentum factor, PMC shows much more convenience and data 

availability.    

Keywords: fertility evolution; replacement fertility; population capacity; ecological logic;
population 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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